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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创新驱动与中国省际碳生产率变动

李小平，王树柏，郝路露

摘　要：采用中国３０个省份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创新驱动等对提高中国省际

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对中国省际碳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组检验结

果表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对碳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大于环境规制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

正向影响大于创新驱动的影响。此外，城镇化的推进为各省提高碳生产率带来严峻挑战；中西部地区进一步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扩大贸易开放，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对提高碳生产率具有更显著的效果；东部地区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对于提高碳生产率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以上研

究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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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碳生产率定义为一段时期内 ＧＤＰ与同期碳排放量之比，从数量关系上来看，碳生产率是碳排放强度的倒数
（Ｋａｙａ，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但是两者的内涵存在本质区别 （潘家华，２０１０）。

②　２０１４年中国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量的２３％和全球净增长的６１％ （参见２０１５年 《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专
题）。但是，２０１４年中国能源消费和生产增速都远低于近期历史平均水平，其中能源消费仅增长２．６％，增速不到过去１０
年平均水平６．６％的一半，甚至达到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最低值。

一、引　言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减少碳排放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各国，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而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碳生产率［１］①。提
高碳生产率是建构中国特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经济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国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的碳强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
４５％，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规划，这意味着中国碳生产率将在未来几年提升近一倍。尽
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碳生产率绝对水平仍然偏低，但是在以较高的增长率不断提高。根据测
算，全国３０个省份 （除西藏外）碳生产率平均水平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２０．８５万元／千吨二氧化碳上升到

２０１２年的２３８．７８万元／千吨二氧化碳，年均增长４．０９％。然而，由于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生产国和净进口国②，节能减排、提高碳生产率绝对水平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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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各省情况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碳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整体来看，考察期
内，东部地区平均碳生产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居中。２０１２年碳生产率排名前三位的
全部为东部发达省市，北京为６２１．７５万元／千吨二氧化碳，位列第一；广东为４６９．８９万元／千吨二
氧化碳，位列第二；上海为４４８．３９万元／千吨二氧化碳，位列第三。排名后三位的全部为西部欠发
达省份，宁夏为３０．７８万元／千吨二氧化碳，倒数第一；山西为５６．６１万元／千吨二氧化碳，倒数第
二，内蒙古为６３．１０万元／千吨二氧化碳，倒数第三。从变动趋势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全国碳
生产率整体上都呈明显上升趋势，中部、西部地区年均增幅分别为５．６２％、４．４５％，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的４．０９％，东部地区年均增长为３．３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碳生产率绝对水平的
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碳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但中、西部地
区上升幅度更大，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态势。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重要阶段，一方面，作

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高碳排放、高能耗的主导产业仍将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并可能长期存
在，导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继续大幅增长；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
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其他低碳能源的选择有限；此外，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
都给中国节能减排带来严峻挑战。在此形势下，如何通过加强环境规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提
升碳生产率水平，进而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成为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环境
规制和创新驱动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探讨提高中国省际碳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将总样本分
成东部发达省份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进行分类比较分析，探寻其中的共性和差异性，对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平衡发展，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碳生产率的内涵。首先，强调提高碳生产率重要性的文献主要有，王永龙［２］（Ｐ３６）认为发展

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产率，它是建构有中国特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中国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随着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更多共识，未来碳排放空间将成为
比传统生产要素更为稀缺的资源禀赋［３］［４］。其次，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的关系上，尽管碳生产率与
单位ＧＤＰ碳排放强度在数量上呈倒数关系，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４］［５］。另外，有些研究对碳生产
率的内涵进行了扩展［６］。潘家华等［７］认为碳生产率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碳作为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
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可以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相提并
论。高文静［８］（Ｐ１０）更指出，碳生产率是生产率家族中的一员，它与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其
他要素生产率有着共同属性。随着世界各国碳排放约束日益增强，碳生产率可能成为比传统要素生
产率更为重要的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
二是区域、产业、国别层面的碳生产率比较研究。在产业层面，中国各产业碳生产率存在较大

的差异［５］［８］（Ｐ３８）［９］；在区域层面，碳生产率是否呈收敛趋势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１０］［１１］。吴晓华
等［１２］根据中国省际能源效率和碳生产率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高碳生产率高能效地区、高碳生产
率低能效地区、低碳生产率高能效地区和低碳生产率低能效地区，并指出各地区要以提高能效和碳
生产率为核心，逐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张成等［１３］利用中国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２９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考察了人均ＧＤＰ和碳生产率的趋同效应和脱钩状态，研究表明各省份在实现人均ＧＤＰ不断增长的
同时，碳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对滞后。在国别层面，中国的碳生产率增长比较快，但是碳生产率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２］［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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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影响碳生产率变动的因素。现有研究发现低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
消费结构、经济增长等是影响中国碳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３］［５］［１０］［１５］［１６］［１７］。赵皋［１８］研究发现，

ＦＤＩ、贸易开放、城市化和人均 ＧＤＰ对碳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所占份额的增加会
抑制碳生产率的增长。
与碳生产率相比，在数量上与其呈倒数关系的碳强度得到了更多研究。众多学者对中国产业和

区域层面的碳强度进行了研究［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与影响碳生产率变动的因素相似，影响中国
碳强度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结构调整、部门能源效率等，其中技术进步仍然是中国碳强度
降低的主要因素［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Ｐ１）。碳强度目标及减排成本等问题［３２］［３３］是关注焦点。
在以上文献基础上，本文在考虑城镇化率、贸易开放度、外资依存度等控制变量的同时，将环

境规制和创新驱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模型，采用中国３０个省份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的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分析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等因素对碳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三、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变动趋势分析
首先，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份环境规制水平与碳生产率演变趋势进行简要描述分析。由

于缺乏直接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代理变量［３４］。一般来说，
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水平也相对较严格，从而会提高当地污染企业成本，促使企业通
过更新技术设备，降低污染排放水平，这将对该地区碳生产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直观分
析，我们绘制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３０个省份人均收入水平与碳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散点图 （如图１所
示）。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生产率之间都呈明显正相关关
系，初步表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促进碳生产率水平提升。

图１　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关系散点图

（二）创新驱动与碳生产率变动趋势分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既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和碳排放，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又可以提升
产业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中国各省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创新驱动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

地区，而且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创新驱动水平 （以每万人专利授权项数来衡量）与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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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之间都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如图２所示），初步表明创新驱动能够促进中国省际碳生产率提升。

图２　创新驱动与碳生产率关系散点图

（三）研究假设
通过以上典型事实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环境规制水平与中国省际碳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各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
高，环境规制水平也会更为严格，这将有利于提高碳生产率。

假设２：创新驱动水平与中国省际碳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量越
多，说明创新活力越强，创新驱动水平越高，这将有利于提高碳生产率。

假设３：环境规制水平和创新驱动水平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
碳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受创新驱动水平的影响大于受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碳生
产率水平高低受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大于受创新驱动水平的影响。

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Ｃｏｌｅ等［３５］模型的思路，在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将环境规制水平和创新驱动

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如下中国省际碳生产率影响因素计量模型：

ｌｎｃｐｉ，ｔ ＝α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β２ｉｐｒｐｏｐｉ，ｔ＋γＣｏｎｔｒ＋ηｉ＋μｔ＋εｉ，ｔ
其中，ｃｐ是碳生产率，ｇｄｐｐｃ是不变价人均ＧＤＰ，ｉｐｒｐｏｐ是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项数；ｉ表

示省份，ｔ表示年份；Ｃｏｎｔｒ是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水平、外资依存度、产业结构优化度、基础
设施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η、μ、ε分别表示反映各省份差异的个体效应、随时间变
化的年份效应和其他干扰项。

（二）指标选取

１．碳生产率 （ｌｎｃｐ）。低碳经济条件下，碳排放空间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一样，同样具有稀
缺性、有偿性以及可以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特性。一地区拥有的碳排放空间越大，即碳生产率越
高，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碳生产率可以被看作是低碳经济和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下的稀缺资源。碳生产率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地区ＧＤＰ与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

本文采用各省份１９９０年不变价ＧＤＰ与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来表示碳生产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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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构成温室气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无法直接获取，现有研究基本都是通过
估算获得。本文根据ＩＰＣＣ推荐的方法，利用权威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对中国省际二氧化碳
排放量进行估算，具体公式如下：

Ｃｔ＝∑
ｔ

ｉ＝１
Ｃｉ，ｔ ＝∑

ｔ

ｉ＝１
Ｅｉ，ｔ×ＺＢｉ×Ｆｉ ＝∑

ｔ

ｉ＝１
Ｅｉ，ｔ×ＺＢｉ×ＣＣｉ×４４１２

其中，Ｃｔ为ｔ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万吨），ｔ代表年份，ｉ＝１、２、３，分别代表原煤
（单位：万吨）、原油 （单位：万吨）和天然气 （单位：亿立方米）这三种一次能源，Ｅｉ，ｔ代表三种
能源的实际消耗量，ＺＢｉ代表第ｉ类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系数①，Ｆｉ 代表第ｉ类能源的二氧化碳排
放系数，ＣＣｉ代表第ｉ类能源的排放系数，（４４／１２）为二氧化碳和碳分子量的比率。各种能源实际
实物消费量数据 （Ｅｉ，ｔ）摘自各年度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种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系数 （ＺＢｉ）
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４，能源排放系数 （ＣＣｉ）由ＩＰＣＣ提供的各类能源单位热值燃料
含碳量、各种能源燃烧氧化比率计算所得②。

２．环境规制水平 （ｌｎｇｄｐｐｃ）。由于缺乏直接度量环境规制的指标，现有文献通常根据研究需
要选取不同的衡量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李小平等［３６］指出，环境规制衡量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是采用单位产出的 “污染治理和控制支出”来表示；第二是采用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来表
示。第三则是采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３３］［３７］。本文采用不变价人均ＧＤＰ作为环
境规制的代理变量。

３．创新驱动水平 （ｉｐｒｐｏｐ）。长期以来，中国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
（即要素驱动），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随着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日益增强，依靠传统要
素驱动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直接的后果是国内大量产业仍处于全
球价值链低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因此，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国家创新能
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文采用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项数来衡量各地区创新驱动水平。

４．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李锴等［３８］指出，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
市的建设，从而可以创造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房地产住宅投资需求。随之带动的相关产
业，如水泥、钢铁、建材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势必将保持一定增长势头，这将对中国节能减排和
提高碳生产率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如何协调好城镇化、工业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关注重
点。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各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５．外资依存度 （ｆｄｉｄ）。从低碳经济角度来看，外资进入中国会带来促进ＧＤＰ增长的正效应
和一定程度环境污染的负效应，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利用外资有利于碳生率提高，反之亦反。
我们以外商直接投资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外资依存度。

６．产业结构优化度 （ｔｅｒｔ）。２０１３年以前，中国三次产业比重是 “二三一”结构，这种产业结
构状况决定了中国能源消费量以及碳排放强度。据统计，２０１４年中国第三产业 （服务业）对ＧＤＰ
的贡献率达４８．９％，首次超过制造业的４６．３％；第三产业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作用达３．６％，首次
超过制造业的３．４％，这一变化将对中国未来节能减排和提升碳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工业
部门的重化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可能会给节能减排和提升碳生产率带来一定压力。本文采用地
区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表示产业结构优化度变量。

７．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ｒａ）。从现实情况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容易激发经
济发展的潜力，使得物流、人流和资金流更加顺畅，进而更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碳生产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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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４。

参见申萌，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理论和经验研究》，载于《世界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高。因此，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以每万人拥有公路里
程数表示基础设施水平变量，来考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碳生产率的影响。

８．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ａ）。顾洪梅等［３９］研究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对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区域
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以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
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变量。

９．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ｐ）。谷祖莎［４０］研究发现，在考虑人均收入与政策因素的条件下，东部地
区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具有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中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
正效应，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与碳排放具有正效应，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以各省份进出口总额
占ＧＤＰ比重表示贸易开放度变量。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内地３０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的面板数据①，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
计年鉴》、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等②。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在回归前，我们考察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这些值都介于１．４～６．１之间 （如
表１所示），说明多重共线性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完全在可控范围内③。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如表２所示。

表１　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

变量 ｕｒｂａｎ　 ｌｎｇｄｐｐｃ　 ｔｒａｄｐ　 ｔｅｒｔ　 ｆｉｎａ　 ｉｐｒｐｏｐ　 ｉｎｆｒａ　 ｆｄｉｄ　 Ｍｅａｎ　ＶＩＦ

ＶＩＦ值 ６．１　 ４．９２　 ３．９８　 ３．９５　 ３．６１　 ２．２３　 １．４７　 １．４　 ３．４６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变量 定义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ｃｐ 碳生产率对数 － ５４０　 ４．９７４　１　 ０．６７９　９　 ３．０７９　７　 ６．７４４　２
ｌｎｇｄｐｐｃ 人均ＧＤＰ对数 － ５４０　 ８．６７８　６　 ０．７４２　１　 ７．００２　５　 １０．６５２　８
ｉｐｒｐｏｐ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个 ５３８　 ２．０８９　２　 ４．２０７　４　 ０．０７２　８　 ３４．４０９　９
ｕｒｂａｎ 城镇化水平 ％ ５４０　 ４４．７１４　８　 １５．９６６　６　 ２０．３９０　０　 ８９．３０４　１
ｆｄｉｄ 外资依存度 ％ ５３８　 ３．００７　８　 ３．２１６　１　 ０．０００　４　 ２４．１９３　１
ｔｅｒｔ 产业结构优化度 ％ ５４０　 ３８．３１９　７　 ７．０３３　５　 ２５．４００　０　 ７６．４６０　０
ｉｎｆｒａ 基础设施水平 公里／万人 ５０４　 ２２．４７１　４　 １８．５１６　９　 ２．９１０　０　 １１５．１４９　１
ｆｉｎａ 金融发展水平 ％ ５４０　 ２．３２５　６　 ０．８５０　０　 ０．７４７　３　 ６．５０２　５
ｔｒａｄｐ 贸易开放度 ％ ５３８　 ３１．３７６　６　 ４０．７５４　８　 ３．１６３　７　 ２２１．７１５　８

（一）总样本估计结果
表３报告了总样本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１）是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仅考虑环境规制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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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平，等：环境规制、创新驱动与中国省际碳生产率变动

①

②

③

由于西藏自治区缺失能源消耗数据，因此无法计算碳生产率，故未列入样本，也未考虑港澳台地区。

由于重庆市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８日恢复成立中央直辖市，因此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重庆数据主要来自于《新中国６０年统计
资料汇编》。

判断多重共线性的一条原则是，解释变量的ＶＩＦ值大于１０才会有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３　总样本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２４３　９＊＊＊ ０．２９１　４＊＊＊ ０．２３９　０＊＊ ０．４５５　６＊＊＊ ０．２８４　７＊＊＊ ０．４５８　２＊＊＊ ０．４４８　６＊＊＊

（１２．７２） （２．６７） （２．２８） （４．６７） （２．７３） （４．４１） （４．２６）

ｉｐｒｐｏｐ　 ０．０１８　６＊＊＊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２３　７＊＊＊ ０．０２０　４＊＊＊ ０．０２０　４＊＊＊ ０．０１４　４＊＊＊ ０．０１３　９＊＊＊

（６．０４） （６．６８） （７．７４） （６．４０） （６．５３） （４．５６） （４．２６）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２１　８＊＊＊ －０．０２２　２＊＊＊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３　８＊＊＊ －０．０２７　２＊＊＊ －０．０２７　０＊＊＊

（－５．５７） （－５．９２） （－５．５１） （－６．１４） （－７．２２） （－７．１５）

ｆｄｉｄ　 ０．０３０　８＊＊＊ ０．０３１　６＊＊＊ ０．０２５　８＊＊＊ ０．０１９　６＊＊＊ ０．０１８　９＊＊＊

（６．４８） （６．７６） （５．５７） （４．２９） （４．０２）

ｔｅｒｔ　 ０．０１４　５＊＊＊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０８　４＊＊＊

（４．８２） （４．４７） （２．６０） （２．６４）
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６＊＊＊

（２．８７） （２．９８） （３．０３）

ｆｉｎａ　 ０．１８４　３＊＊＊ ０．１８２　１＊＊＊

（６．２５） （６．１２）

ｔｒａｄｐ ０．０００　４
（０．５８）

常数项 ２．８２２　５＊＊＊ ３．０８４　２＊＊＊ ３．３６７　５＊＊＊ １．０３５　５　 ２．５７４　２＊＊＊ １．２３１　５＃ １．２８６　６＃

（１４．５７） （３．７４） （４．２５） （１．３９） （３．１３） （１．５０） （１．５６）
年份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４１５　４　 ０．５２７　４　 ０．５６４　９　 ０．５７６　８　 ０．５８６　７　 ０．６１９　６　 ０．６１９　８
Ｆ或 Ｗａｌｄ　 ３６６．７８　 ２７．２２７　６　 ３０．１１４　４　 ６７２．４８　 ２７．９５６　３　 ３０．６６９　６　 ２９．４１２　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２．０３　 １３．３０　 １８．７５　 １３．７４　 １８．８９　 ２３．０１　 ２２．６５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模型 ＲＥ　 Ｆ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观测值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注：系数值括号里为ｔ值或ｚ值；＃、＊、＊＊和＊＊＊分别表示１５％、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显著水平。

新驱动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与碳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都通过了１％水平显著性检验，这初步说明，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水平与碳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模型（２）—（７）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１％水平显著性检验。模型（２）—（６）中控制变量均通过了１％水平显
著性检验，说明控制变量选取是合理的。模型 （７）的完整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创新驱
动与碳生产率显著正相关；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结果来看，各变量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是一致的，

因此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二）分组回归结果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根据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异，将３０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其中东部地区包括１１个发达省
份，中西部地区包括１９个欠发达省份。

表４报告了分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３）和模型 （６）分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组后的完整
模型估计结果。从模型 （３）来看，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仍然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有利于促进碳生产率提升。模型 （６）显示，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
地区来说，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均通过了１％水平显著性检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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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总样本基本一致。这说明无论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欠发
达的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都能显著促进碳生产率提升，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４　分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３４３１＃ ０．５４３　８＊＊＊ ０．５４８　３＊＊ ０．３１１　７＊＊＊ ０．３０６　７＊＊＊ ０．５１０　８＊＊＊

（１．５４） （２．６０） （２．５２） （３．００） （２．７８） （４．２７）

ｉｐｒｐｏ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９　７＊＊ ０．００９　８＊ ０．０５１　９＊＊＊ ０．０５２　１＊＊＊ ０．０４４　７＊＊＊

（３．０７） （１．９９） （１．９４） （３．００） （２．９９） （２．６２）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２４　６＊＊＊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２６　７＊＊＊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２３　６＊＊＊

（－３．７５） （－４．６５） （－４．６０） （－５．６０） （－５．３１） （－４．８０）

ｆｄｉｄ　 ０．０２６　２＊＊＊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２５　９＊＊＊ ０．０２５　８＊＊＊ ０．０１８　４＊

（３．６２） （１．６４） （１．５６） （２．７２） （２．６８） （１．９３）

ｔｅｒｔ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０６　４＊＊

（４．６１）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９３） （１．９２） （２．１４）
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７

（３．５３） （３．７８） （３．６８） （－０．８６） （－０．８２） （－０．６１）

ｆｉｎａ　 ０．３０６　８＊＊＊ ０．３０８　０＊＊＊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１８　５
（５．７８） （５．７９） （－０．１４） （０．４９）

ｔｒａｄ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１２　２＊＊＊

（－０．０９） （３．８８）
常数项 １．８４７　０　 ０．７６３　３　 ０．７３０　８　 ２．５０９　９＊＊＊ ２．５４８　０＊＊＊ ０．７３５　４

（１．０１） （０．４４） （０．４１） （３．１７） （３．０４） （０．７８）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５６７　６　 ０．６４０　０　 ０．６４０　１　 ０．６９０　９　 ０．６９０　９　 ０．７０７　６
Ｆ或 Ｗａｌｄ　 ２２２．９０　 ２９９．３７　 ２９９．６９　 ２５．８５２　０　 ２４．６８４　３　 ２５．５５７　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１．８２　 ２．３４　 ２．０１　 １７．８８　 １７．５３　 ２０．２９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模型 Ｒ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观测值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注：系数值括号里为ｔ值或ｚ值；＃、＊、＊＊和＊＊＊分别表示１５％、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显著水平。

（三）内生性问题
一般来说，解决内生性问题常用工具变量法，但是要找到非常合适的工具变量十分困难，通常

做法是以内生变量的滞后项或者其他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４１］。借鉴这一思路，本文以内生
变量ｌｎｇｄｐｐｃ的第３、４阶滞后项和ｉｐｒｐｏｐ的第１、２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并以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ＬＭ统计值来检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问题，以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值来
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①，以Ｓａｒｇａｎ统计值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

表５模型 （２）、（４）、（６）报告的分别是总样本、东部地区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的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估计结果。模型 （２）显示，在考虑了变量的内生性后，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均通
过了１％水平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值都大于未考虑内生性时的值，说明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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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相关，即是“弱”（ｗｅａｋ）的，因此，当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则拒绝零假设，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参见詹姆斯·Ｈ·斯托克、马克·Ｗ·沃特林著，王庆石
译《经济计量学》第１０．３小节（２００５）；尹志超、甘犁：《香烟、美酒和收入》，载于《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表５　工具变量２ＳＬＳ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ｃ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５４６　６＊＊＊ ０．５３４　５＊＊＊ ０．８２０　０＊ ０．９９０　６＊ ０．３７０　６＊＊＊ ０．６１８　７＊＊＊

（３．２７） （３．１１） （１．６６） （１．８０） （２．７６） （４．４３）

ｉｐｒｐｏｐ　 ０．０１７　１＊＊＊ ０．０１６　９＊＊＊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９＊＊ ０．０３３　３＊＊ ０．０２９　１＊

（４．９５） （４．８８） （２．４２） （２．５５） （１．９７） （１．８１）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３１　２＊＊＊ －０．０３０　９＊＊＊ －０．０３８　７＊＊＊ －０．０４２　４＊＊＊ －０．０３０　２＊＊＊ －０．０２６　０＊＊＊

（－６．２１） （－６．０４） （－３．２５） （－３．２９） （－５．７２） （－５．１７）

ｆｄｉｄ　 ０．０１５　３＊＊ ０．０１４　８＊＊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５０　１＊＊＊ ０．０４２　９＊＊＊

（２．２５） （２．１５） （０．１１） （０．４６） （４．１８） （３．７５）

ｔｅｒｔ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１１　４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６　１＊＊

（１．８８） （１．９３） （１．１９） （１．３２） （１．６９） （２．０８）
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５

（２．９４） （２．９５） （３．０９） （２．３０） （０．６１） （１．２９）

ｆｉｎａ　 ０．１４４　８＊＊＊ ０．１３８　９＊＊＊ ０．２８０　２＊＊＊ ０．３１５　２＊＊＊ ０．０３３　８　 ０．０３７　８
（３．９３） （３．５８） （３．５４） （３．６３） （０．９３） （１．０９）

ｔｒａｄｐ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１７　３＊＊＊

（０．５７） （－１．３５） （５．６７）

Ｒ２　 ０．４１０　４　 ０．４１２　０　 ０．４３８　４　 ０．４３３　２　 ０．４９２　６　 ０．５４４　９
Ｆ　 １２．７７　 １２．２１　 ５．２０　 ４．８９　 １０．０２　 １１．８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ＬＭ　 １７８．９０　 １７４．５６　 ４４．３９　 ３９．３６　 １５９．６８　 １５３．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８２．６４　 ７８．５５　 １３．６２　 １１．３９　 １２９．５５　 １１１．８０
Ｗａｌｄ　Ｆ ［７．５６］ ［７．５６］ ［７．５６］ ［７．５６］ ［７．５６］ ［７．５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６．５６　 ６．７５　 ３．８３　 ３．９０　 １．９０　 ２．１７
［０．３７］ ［０．３４］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３４］

观测值 ３９２　 ３９２　 １５４　 １５４　 ２３８　 ２３８

　　注：系数值括号里为ｔ值或ｚ值；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为ｌｎｇｄｐｐｃ和ｉｐｒｐｏｐ，工具变量为ｌｎｇｄｐｐｃ的第３、４阶滞

后项和ｉｐｒｐｏｐ的第１、２阶滞后项。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值方括号里的值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１０％水平标准

值；＃、＊、＊＊和＊＊＊分别表示１５％、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显著水平。

碳生产率的影响是一致、稳健的。城镇化水平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通过了１％水平显著
性检验，与前期研究成果和预期一致。外资依存度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通过了５％水平
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度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基础设施
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都通过了１％水平显著性检验。贸易开放度变量不显
著。以上回归结果说明，从全国整体来看，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碳生产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模型 （４）报告的是代表经济发达的东
部地区样本２ＳＬＳ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但与ＯＬＳ估计相比，环
境规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略有下降，创新驱动的显著性水平略有上升。说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对碳
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城镇化水平变量显著为负，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均显著为
正，其他变量不显著。模型 （６）报告的是中西部地区样本２ＳＬＳ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两个核
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与ＯＬＳ估计相比，环境规制变量的显著性完全一致，但估计系数更大，
创新驱动变量显著性下降，估计系数有所减小。城镇化水平变量显著为负，外资依存度、产业结构
优化度、贸易开放度均显著为正，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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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水平也较低，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未显现出来。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中国３０个省份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等因素对碳生产率的
影响。通过经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对碳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
规制水平和创新驱动水平越高，碳生产率也相应越高。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提高创新驱动
水平对碳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提高
的影响更显著。二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无论对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提高碳生产率都带来严峻挑
战。三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扩大贸易开放水平，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对于提高碳生产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四是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对于提高碳生产率具有更明显的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有
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加强环境规制，不断提高创新驱动水平。将提高碳生产率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目标，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水平，积极把握创新驱动发展主线，大力实施低碳经济发展计划和创新
驱动计划；围绕关系国家全局与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找准科技目标，全面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
第二，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大

力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清洁型、环境友好型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以及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努力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与较发达国家基本相当的水平，进而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
导产业。此外，制造业短期内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仍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因此，必须调整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彻底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落后产
能，以科技创新推动节能减排。鼓励民营经济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构建起
节能降耗型的完整产业体系。
第三，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减少碳排放，提高碳生产率，必须下大力气

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加大
科技研发力度，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广泛宣传，让清洁生产和节约资源能源深入人心，逐
步在全社会树立起低碳能源消费理念，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清洁能源消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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